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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
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
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
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
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
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

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
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
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
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
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
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
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
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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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冷战后至今的近３０年内，亚太地区制度大量兴起，以经贸合作为主

的各类制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之中。同欧盟逐渐形成

超国家行为体的一体化模式不同，亚太地区则形成了以双边经贸协定和论坛

性质的多边合作制度或规制 （ｒｅｇｉｍｅ）为主的模式。① 这一时期内，不同地

区制度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一些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经贸合作制度因

为政治因素而未能构建；一些制度最初虽取得一定成果，最终却逐渐虚化为
“首脑俱乐部”或者 “清谈馆”；极少数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部分推动了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总体实力不断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

要的经济体，将在亚太地区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并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而

这些地区经贸合作制度也是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舞台。显然，正确理解

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成败的逻辑，对于中国参与地区秩序的塑造具有

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尝试提出和讨论如下核心问题：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经贸合作

制度的构建成败主要受到哪些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是通过何种因果机制影

响其构建过程的？

在具体讨论之前，我们还需要说明如下几点。首先，由于苏联解体前后

的国际格局是截然不同的，为避免讨论外延的无限扩大，本文选择冷战后至

今的亚太地区作为案例选择的时空范围。② 由于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境存在差

异，通常更为合适的做法是选择相同时期内的案例进行配对比较分析
（ｐａｉｒ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③ 我们将地理范围选择为 “亚太”而非 “东亚”的原

因在于，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受美国因素的影响过大，并且许多地区合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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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Ｂ０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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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４５～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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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地理上都以 “亚太”冠名。其次，多边制度往往包含了诸多的行为体，

集体行动的合作逻辑不同于 “小集团”，因此，本文不讨论双边或少边的自

由贸易区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① 最后，经贸合作制度意味着排除了地区安

全合作制度 （如东盟地区论坛）或缺乏特定推动地区经贸一体化目标的纯会

议性质论坛或规制 （如博鳌论坛、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既有的地区制

度理论及其不足，第三部分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地区制度变迁

分为三个阶段，阐述了不同变量和机制在这三个阶段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并

提出用于检验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讨论了冷战结束后至

今四个不同时期的亚太地区制度变迁，通过察看东亚经济集团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ＥＡＥＧ）、亚太经合组织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ＥＣ）、东盟与中日韩 （１０＋３）规制 （ＡＳＥＡＮ　Ｐｌｕｓ　Ｔｈｒｅｅ，ＡＰＴ）、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ＰＰ）、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ＣＥＰ）等地区合作制

度的发展历程来检验理论。第六部分基于假设检验的结果总结出亚太地区制度

变迁的逻辑，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既有地区制度理论及其不足

地区制度变迁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东亚或亚太地区

来说，由于受到历史恩怨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很难形成

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趋势。另外，中美等国在安全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多边经贸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制度构建的最重要形式。需要看到的是，亚太地

区经贸合作制度变迁的过程十分复杂，该过程既有成功的案例，同时也伴随

着失败、停滞、退化或者诸多不确定性。从学者对制度变迁已有的研究中可

以看到，制度变迁的成败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具体关

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的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亚太地区合作制度的

讨论仍带有一定的范式色彩，各学派往往从各自的视角强调其范式内的相应

变量在推动地区制度构建中的核心作用。根据变量类型的差异，已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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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１．功能主义。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流派认为，制度是由规则和行为诱导

构成的各种体系，在这些体系中，个体努力将他们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这种

模式明显是功能主义的，他们认为，制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社会和经济需

要。① 功能主义理论主要从制度的需求和制度所带来的效益两个层面讨论地

区制度变迁。在制度需求层面，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ｎｄｅｌｌ）

提出通过地区货币一体化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要素和产品流通。② 新自由

制度主义将这部分逻辑引入到国际制度研究中，认为国际制度通过提供规

范、原则和程序来促成互惠合作。③ 具体而言，地区组织通过形成区域集团、

增加交易、功能性连接，就能够影响一国内部的政治，并形成呼吁一体化的

利益群体。④ 在制度维持与深化层面，功能主义强调制度效益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理查德·鲍德温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ｌｄｗｉｎ）认为，一体化会通过贸易转移效

应形成 “多米诺效应”并进一步促使各国加入区域组织。⑤ 有学者考察了亚

太地区的几个制度构建，认为组织间架构的制度化水平和议题的网络外部性

有利于制度的推进。⑥ 功能主义将制度变迁视作为了满足特定需求的自发行

为，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解释扭曲效率的制度经常存在，而可以实现帕

累托改进的地区制度却未被推进，并且这类研究时常忽视理论无法解释的案

例，在方法上也存在一定选择性偏差。

２．权力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部分新制度主义的支持者将制度视作权力斗

争的工具，并将制度变迁成败的结果也视为权力的产物。在制度需求层面，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家质疑国际制度的作用，仅将其视作是干预性变量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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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可以视为制度主义中的流派之一，它不同于强调政府结构的经验制度主义和关注
早期事件影响的历史制度主义等学派。参见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

王向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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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产品。① 约翰·伊肯伯里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则将国际制度视为战略性约

束的工具，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国际制度让中国的权力在其制定的规则和范围

内实行。② 在制度构建层面，现实主义强调制度供给需要大国权力作为基础，

认为大国必须作为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③ 在地区内同样如此，有学者认

为，需要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或者仁慈的领导者来协调规则、条例和政

策。④ 但也有学者看到霸权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消极作用：一方面，

东亚国家／地区与霸权国的经贸往来分散了对作为地区大国日本的经济依赖，

而美国也可以通过对盟友施压而影响一体化进程；⑤ 另一方面，霸权国会试

图操纵当地分裂，以使自己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好处。⑥ 政治现实主义是对功能

主义的重要批评和补充，其优势在于能够从制度需求和制度构建层面解释为何不

合理的制度时常存在，但它却难以解释行为体对于制度的主动遵守和维护。

３．观念主义。观念主义将制度视作是规范和利益建构的产物，认为规范

可以通过建构国家的共识性利益来推动制度发展。⑦ 在制度需求层面，观念

主义讨论了传统文化对东亚地区合作制度的作用。康灿雄 （Ｄａｖｉｄ　Ｃ．Ｋａｎｇ）

认为儒家文化传统可以促进地区稳定，历史经验表明，东亚更喜欢强大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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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的中国。① 但也有学者认为，东亚多元主义的文化和殖民记忆不利于地

区合作，因为东亚国家对主权让渡更为敏感，更加倾向于建立 “软制度”而

不是有较强约束力的 “硬制度”。② 在制度维持和深化层面，观念主义探讨了

规范和文化对深化地区合作的促进作用。阿米塔 · 阿查亚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通过研究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发现在地区化过程中，区域化

可以重新对安全共同体进行社会建构，并以此种方式对地区大国进行社会

化。③ 观念主义最主要的案例是作为次地区合作经验的 “东盟方式”在亚太

地区的推广。东盟通过吸引大国参与合作进程，并渐进式地推动权力的社会

化，并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以对关系进行主动管理和调

节。④ 观念主义的理论弥补了理性主义中行为体单一偏好的假定，解释了为

何中小国家可以从进程和规范层面塑造和影响国际制度，以及一些观念和规

范是如何社会化的，但其往往也忽视了制度的权力基础，因而同样难以解释

为何许多进步的观念没有被实行或制度化。

虽然上述几类理论在讨论制度变迁的特定阶段时都有着诸多精妙的论

述，能够从各自的假定和视角阐述对于制度变迁不同阶段的分析，即分别从

制度需求、制度构建与制度的维持和深化三个方面，讨论了权力、观念和制

度收益等要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于制度构建成败的影响。如表１所示，各

大流派的理论分析仅涉及了制度变迁的一个或者两个特定阶段，因此时常无

法解释制度变迁的全部过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

角，将上述变量置于具体的过程与机制中，来考察每一个阶段不同类型变量

的作用，提出一个解释地区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从而得出冷战结束后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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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主要经贸合作制度成败的原因。

表１　各大流派与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

制度需求 制度构建 制度维持／深化

功能主义 √ √

权力主义 √ √

观念主义 √ √

制度变迁理论 √ √ √

注：√表示涉及该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因素与假设

借助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本文将特定地区合作制度的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
段：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制度维持和深化。一旦地区制度变迁在任何一个阶段
遇到障碍，都会导致无法形成实质有效的地区合作制度。① 第一个阶段是制度需
求的产生。制度需求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推动新的制度变迁的契机，如果没有相
应的需求，地区内各主要行为体则不会 “想到”去构建新制度或推动既有制度的
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权力斗争与制度构建。制度构建受权力因素的影响较大，因
而这一阶段大国博弈最为激烈，各国都会动用各类权力来影响规则制定，以锁定
未来的收益。第三个阶段是制度的维持与深化，该阶段基于地区认同和制度内化，

依靠国家的自觉遵守来形成规范性共识。此外，制度的维持与深化又会进一步加强
地区内的政治经济纽带，出现新的制度需求，成为新一轮制度变迁的基础。

由于各流派的理论没有涉及制度变迁的全部阶段，因此，本文基于地区
制度变迁的视角提出了如下分析框架。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制度维持和深
化可以被视为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 “理想化”模式 （成功案例）。② 但是地区
合作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缺乏特定的要素 （观念、权力或制度共容
性等），使得制度变迁无法具备足够的 “动力”从而令机制 “中止”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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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ｇ　Ｓｈｉｐｉｎｇ，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ｐ．３４；关
于制度变迁阶段的讨论，同时也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ｐ．４７－４８。

Ｒｙａｎ　Ｓａｙｌｏｒ，“Ｗｈｙ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ｈ，Ｊｕｎｅ　４，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１７７／００４９１２４１１８７６９１０９．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阶段，最终输出与理想的成功模式不同的结果 （失败案例），如出现制度停

滞、退化的情况。① 而衡量因变量———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存

在两个指标：一个是浅层次的指标，即是否在形式上具备明确的制度安排，

如常规化的磋商规制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另一个是深层次的目标，察看的

是相应规制是否加深了地区合作的制度水平，如实质性的经贸增长和贸易壁

垒的消除等。只具备前者而无法达成深层次目标的规制往往会沦为 “首脑俱

乐部”，可以视为 “半负面案例”。② 如图１所示，在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受

到各类因素／变量的影响，这些因素／变量通过不同的因果机制作用于制度变

迁的不同阶段，从而最终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据前述理论所阐述的３个

变量的不同特性，本文给出用于检验理论的３个基本假设。

第一，大国间的能力分配决定了各国在规则创建的博弈阶段中所能动用

的权力，它是制度构建中的结构性因素。本文用大国力量对比接近和大国力

量对比悬殊来衡量大国间的能力分配。如图１所示，它通过影响地区制度构

建的需求和创建阶段来影响地区制度的变迁。在制度需求阶段，当地区制度

构建存在更多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压力和考量时，往往更加容易同竞争对手外

的国家合作。许多经贸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很难实现彻底共

赢，而国内政治因素时常迫使国家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当结构性压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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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方法论的讨论参见叶成城、唐世平：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载 《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２２～４７页。

半负面案例的讨论参见周亦奇、唐世平： 《“半负面案例比较”：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
同？》，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３２～５９页。



　□ 当代亚太　

加时，大国之间在制度构建时会存在更多竞争性的地缘经济考量，① 这反而

意味着能够通过不同领域间的利益交换达成妥协。在制度构建阶段，大国的支

持是地区制度构建的基础，当地区内具备构建地区经济合作制度能力的国家数

量从１个增加到２个时，就意味着霸权国逐渐无力阻止崛起国的制度构建，地

区制度构建的路径就会更加多元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１：在亚太地区，

区域强国和霸权国的力量对比接近时，尽管大国会更加重视相对收益，但地区

制度构建的路径也会更加多元化，因此，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更容易构建成功。

第二，制度共容性。本文将亚太地区制度分为共容性程度高和共容性程

度低两种类型。制度共容性较高意味着在地区经贸合作制度中，多数国家会

试图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来增加公共物品的提供。② 在制度需求阶段，制度

共容性主要考察地区内的合作制度是互利互惠的，还是排他性的。在制度的

维持和深化过程中，制度共容性需要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如果地区制

度成为大国盘剥他国的工具或者小国对大国的 “搭便车”，从长期来看，这

会损害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地区内制度构建是否存在共同的政治意愿或

者相似的文化观念等因素，决定了制度是否能够被地区内大国主动遵守乃至

内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２：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制度的共容性越高，

地区经济合作制度的构建越容易成功。

第三，霸权国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战略关注度。本文以地区关注度高和地

区关注度低来区分霸权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制度的战略关注度。在制度需

求阶段，霸权国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参与地区合作制度的意愿。当霸权国的战

略关注度较高时，其会积极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来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多边

经贸制度的发展；反之，霸权国会通过对地区内主要大国施压来阻碍地区合

作的进程。在制度构建阶段，霸权国的战略关注度影响到地区内力量的对

比。霸权国可以通过调整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在短时间内增强其在特定

区域的影响力，例如，调遣更多区域外军事力量、强化同区域内盟友和伙伴

的经济联系、更频繁的外事访问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大国力量对比

较为接近时，霸权国即使动用区域外的资源也难以影响到地区内的力量对

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３：在亚太地区，霸权国对于地区的战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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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城： 《从全球主义到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的发展和新趋势》，载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１８～１２８页。

参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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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越高，地区内合作就越容易达成，但随着其霸权优势的丧失，该变量对
于地区制度构建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本文以冷战后亚太地区构建经贸合作制度的成败经验来检验上述理论假

设，涉及四个不同时期的各类地区制度。下文将通过四个不同时期的四组地
区制度进行配对比较，以此来检验上述假设，并在假设检验和案例研究的基
础上获得新的发现和启示。

四、单极霸权下的亚太地区合作制度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亚太地区结束了两极对抗的格局，各经济体之间日
益密切的经贸关系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活动的动力。从冷战结束到２００８年全
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其在亚太地区占据绝对
优势，区域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同美国相匹敌，国际体系变成了一个 “失去
制衡的世界”。① 本文以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时间分界线，将单极时代
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１．ＥＡＥＧ的失败和ＡＰＥＣ的阶段性成功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地区制度建设视作其实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部
分，希望通过地区经贸合作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美国领导
的双边同盟体系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这种 “轴辐体系”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即东亚国家／地区出口商品到美国，而美国出口
安全到该地区。② 最初美国推进一体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多边和双边方式融入
东亚经济，分享东亚经济增长的成果。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地区合作制度给
亚太地区各国提供了创建地区稳定繁荣的框架，提供了塑造议题和话语权的
场所，这些制度需求使得区域内多数国家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地区制度构建。

但部分国家希望效仿北美和欧洲建立一个东亚地区性组织，以发出 “亚洲的
声音”，③ 这导致在地区制度构建路径上与美国所倡导的亚太路径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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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出现了两种竞争性路径，一是相对封闭的东亚路

径，二是开放的亚太路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地区经贸交往日益密切，出现了以东亚

经济集团为代表的东亚主义合作需求。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安瓦尔·易

卜拉欣 （Ａｎｗａｒ　Ｉｂｒａｈｉｍ）在１９９３年提出，希望东亚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美自

由贸易区的经济集团，从而可以同北美和欧洲进行平等谈判。① 然而，时任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Ｄａｔｕｋ　Ｓｅｒｉ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等人

所设想的制度安排缺乏足够的共容性，因为它损害了当时主要公共物品提供者

美国的战略利益，显然美国不希望东亚建立一个将其排除在外的经济共同体。

在美国的反对下，ＥＡＥＧ的制度构建很快遇到巨大的阻力。美国对 “东亚

经济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高度警惕，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Ｊａｍｅｓ　Ｂａｋｅｒ）在一份致日本的备忘录中要求日本不要加入。② 贝克在其回忆录

中提到，他竭尽所能去扼杀东亚经济集团，美国意识到如果没有日本的参与，

东亚经济集团将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③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 “东亚经济共同

体”的建立也持消极态度，因为日本更加依赖的是全球贸易而非区域贸易，日

本经济联合会也对马哈蒂尔试图排除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做法表示不

安。④ 尽管得到了中国和新加坡的部分支持，但是马来西亚的诉求也招致了东

盟内部的质疑，泰国希望先达成东盟内部合作后再讨论地区一体化问题，而印

尼的苏哈托 （Ｈａｊｉ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ｕｈａｒｔｏ）同马哈蒂尔存在竞争关系，反而转向

支持美国。⑤ 最终，由于遭受诸多阻力，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

想未能实现，最终改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ｕｃ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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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ＥＡＥＧ的失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地区合作中，ＡＰＥＣ属于较为

成功和产生实际效果的制度安排。ＡＰＥＣ所寻求的政治和经济整合并非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地区概念，而是一种新兴的话语建构。① ＡＰＥＣ以市场为主导

的观念得到了各国／地区政府、企业和学者的支持，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

崛起的产物。② ＡＰＥＣ的出现并非仅仅是美国或者个别国家／地区为了自身利

益而推动的，它满足了发展跨国界投资的基本需求，被称为 “多边地区主

义”（ｒｅｇｉｏｌａｔｅｒａｌ）。③ 对于美国而言，其目的在于通过加深与亚太地区的经

济联系来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实现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圈。对于

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而言，它们希望通过加强地区合作来对冲北美和欧洲可

能形成的贸易共同体，从而提高自身在后冷战体系中的地位。ＡＰＥＣ的发展

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需要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投资贸易便利

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来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而ＡＰＥＣ为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

家能够就一系列贸易问题进行讨论提供了场所，并且中国在ＡＰＥＣ框架下的

谈判压力要小于其他双边谈判。④ 同时，ＡＰＥＣ的灵活性、自愿和非约束原

则也符合多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需求，因为在谈判中，成员能够在该框

架下可以保护自身一些弱势和敏感领域。

在ＡＰＥＣ制度构建过程中，既得到了霸权国的支持，同时各个成员国／

地区也在谈判中实现了共容性利益。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便积极推动这

些制度的发展。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美国的支持下，ＡＰＥＣ第三次部长级会议

通过了 《汉城宣言》，提出ＡＰＥＣ的宗旨是促进地区内的经贸往来与相互依

赖。⑤ 此后美国对ＡＰＥＣ寄予厚望，克林顿政府对该制度建设的积极性甚至

高于多数亚洲国家。１９９３年１１月，首届亚太经合组织领袖会议在西雅图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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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标志着ＡＰＥＣ制度构建的进一步完善，此后形成了定期召开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的传统。当年作为东道主的克林顿政府提出了 “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

略构想，建议将ＡＰＥＣ这个缩写中的 “Ｃ”由 “合作组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改写

成 “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① 尽管该倡议由于多数成员的反对而没有成功，

但是也因此确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 “东盟方式”，即一种非强制性的松散

制度，避免了因制度构建给成员带来过多的硬约束。

在此背景下，ＡＰＥＣ谈判进展顺利，实现了制度的维持与深化。１９９４
年，ＡＰＥＣ首脑会议通过了 《茂物宣言》，在亚太地区设立了实行自由和开

放贸易投资的 “茂物目标”，提出各成员要通过进一步减少贸易投资壁垒以

及促进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这一目标。② 同时，《茂物宣

言》强调，为避免因将ＡＰＥＣ建成内向贸易集团而损害全球自由贸易，对于

非ＡＰＥＣ成员要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③ ＡＰＥＣ领导人会议在此后两年相继

通过了 《大阪行动议程》和 《马尼拉行动计划》，提出成员自行决定贸易自

由化的时间表和优先顺序，朝 “茂物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阶段确立

了ＡＰＥＣ未来的目标和日程表，各方都对 ＡＰＥＣ的功能寄予厚望，使得

ＡＰＥＣ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总体而言，以ＡＰＥＣ为代表的开放型地区主义成为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

开端，其优势在于它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为在复杂的亚太局势下进行地

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因而被称为 “新一轮地区主义的浪

潮”。④ 而构建东亚经济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北美和澳大利亚不可能允许一

个将其排除在外的非共容性制度的出现，同时，倡导构建东亚经济集团的国

家又缺乏足够实力来抗衡源自霸权国的压力。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东亚国家

试图建立一个排除美国的封闭型地区主义制度的尝试注定失败。

２．ＡＰＥＣ的停滞与 “１０＋３”的失败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间是亚太地区合作制度变迁的重要转折，亚洲金融危机和
“九一一”恐怖袭击这两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变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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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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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嵎生：《亲历ＡＰＥＣ与时代的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０页。

张献：《ＡＰＥＣ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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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待亚洲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
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让东亚国家意识到美国缺乏足够的利益动机来
帮助各国渡过危机。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美国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袖手旁
观称为是 “一个严重的错误”。① 与中国在危机中的建设性行为形成鲜明反
差，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引发了东亚许多国家的不
满，从而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兴起的浪潮。２００１年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
对于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进一步下降。小布什政府认定最主要的威胁来自
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对政权和恐怖组织。② 美国的战略视角转向
了中东地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度和积极性大幅下降，在此背景下，无
论是基于东亚路径还是亚太路径的地区经贸制度建设，它们都遭受了挫折。

ＡＰＥＣ为代表的亚太路径由于缺乏霸权国的支持而出现发展停滞，并存
在 “泛安全化”的趋势，从而损害了ＡＰＥＣ以经贸合作为导向的制度需求。

由于美国的消极态度，ＡＰＥＣ在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谈判陷入僵局时，将其
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处理；ＡＰＥＣ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同样无能为力，只
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严重损害了ＡＰＥＣ的名声和信誉，令各
国意识到ＡＰＥＣ缺乏足够的行动能力。③ ２００３年，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
特·佐立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拒绝了泰国将实现茂物会议目标的时间从

２０２０年提前到２０１５年的建议，并对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新西兰支持的构建
亚太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ＡＰ）的设想反应冷淡。④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将

ＡＰＥＣ当作阐释其政策与观点的场所，在各类经济制度中加入了安全议题，

其后果是让 ＡＰＥＣ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⑤ 因此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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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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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ＥＣ的发展总体处于停滞状态，直到２００５年之后，ＡＰＥＣ的议题才重新回到

茂物目标。尽管２００５年的ＡＰＥＣ首脑峰会通过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釜山路

线图》，但是ＡＰＥＣ在纷繁复杂的亚太地区制度网络中的地位已经大幅下降。

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损害了以亚太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路径，也在

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以 “１０＋３”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路径。① 东亚各国对

ＡＰＥＣ的失望和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反思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

于 “１０＋３”的制度需求。亚洲金融危机拉大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差距，

东盟国家急于拉近和中日韩的关系，希望能够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

益，借助东亚一体化增强在全球经济和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② 同时亚洲金

融危机也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符合东

亚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应对类似危机的最好方案是 “１０＋３”框架。

“１０＋３”框架的构想始于１９９７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１９９９年第３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发表了 《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这标

志着东亚共同体制度构建的开始。最初 “１０＋３”的制度构建以应对金融危

机为目标，２０００年各国财政部部长在清迈会议上决定统一建立共同外汇储备

基金以帮助面临外汇短缺的国家渡过难关。《清迈倡议》之后，“１０＋３”发

展包括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三个轨道的规制。③ 以此为契机，东盟

和中日韩在２０００年建立了正式的协商制度，并在２００２年签订了 《中国与东

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２０１０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２００３年巴厘岛会议中，中日韩三国发表了 《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呼吁加强经贸、投资、旅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通过 “１０＋３”等多种

区域合作形式加强东亚一体化进程。④

在推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一度对 “１０＋３”的前景

非常乐观。中国推动制度构建的设想是希望与日本一同打造东亚自贸区，以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ｋ　Ｂｅｅｓ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００７，ｐｐ．５４１－５６０．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ｅｂｂｅｒ，“Ｔｗｏ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ａ　Ｗｅｄｄｉｎｇ？Ｔｈｅ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ｐ．３５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ｕｂｂｓ，“ＡＳＥＡＮ　Ｐｌｕｓ　Ｔｈｒｅ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４４９－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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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４／２１２１６９２．ｈｔｍｌ。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当前 “１０＋３”的对话框架为基础，最终形成一个地区性组织。① 然而，一旦

中国试图直接主导部分地区机制时，必然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疑虑。美国反

对任何地区性大国主导东亚合作，尤其是在ＡＰＥＣ衰落之后，中国所推动的

东亚峰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ｕｍｍｉｔ，ＥＡＳ）就被美国认为是 “正在构筑一个试图

将美国排除在外而进行对话的机构和开始新的合作”。② 日本、澳大利亚和印

度等国同样担忧，如果中国获得过多规则制定权就会打破美国构造的规则体

系，而东盟也担忧中国崛起会打破过去东盟主导的 “小球带动大球”的方式，

希望吸纳更多新成员来制衡中国并维持其领导作用。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东

亚地区合作进一步扩大化，在东盟推动下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东

亚峰会，由于 “东盟＋Ｘ”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尚未深化之前又引入新成员，即

从 “１０＋３”扩展到 “１０＋６”，这意味着地区内各大国之间将更难达成共识，

从而使得该制度安排失去了进一步深化建立成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度下降，而地区内大国也缺乏足够

的能力促成深度合作，因此ＡＰＥＣ的制度构建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由于美国

最初并不认为代表当时东亚路径的 “１０＋３”会威胁其战略利益，因而对此

采取了 “忽略性接触”的态度。③ 因此，“１０＋３”尽管缺乏足够制度共容性，

最初仍可以取得部分进展。然而，由于地区内大国都不放心彼此获得对一体

化议程的主导权，仅凭经济和金融地区主义无法减轻植根于现实主义安全观

的深刻焦虑，从而使经济合作的前景黯淡，最终带来的后果是形成了制度化

水平较低但数量众多的制度网络，即所谓的 “面条碗效应”。④

３．小结

如表２所示，在美国仍然处于绝对优势时，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

上受到了霸权国战略关注度的影响。在美国致力于推进亚太地区合作时，早期的

ＡＰＥＣ取得部分阶段性成果，而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路径则很快失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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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度开始下降时，无论制度安排是否具有较高的共容性，最

终都由于缺乏足够的需求或没有大国的积极支持而难以得到有效的推进。

表２　冷战结束后早期亚太地区经贸制度变迁

自变量

大国力量对比悬殊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制度共容性低 制度共容性高 制度共容性低 制度共容性高

因变量的阶段

制度需求 √ √ √ ×

制度构建 × √ √ ×

制度深化 × √ × ×

案例
ＥＡＥＧ
失败

ＡＰＥＣ
阶段性成功

“１０＋３”
仅取得有限成果

ＡＰＥＣ
发展停滞

注：√表示该阶段获得成功，×表示该阶段未获得成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亚太地区合作

２００８年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分水岭，次贷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美国

经济陷入了负增长，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的增长率分别为－０．２９％和－２．８０％。① １９９９
年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９．７５％，大大高于

同期世界平均的３．０７％和美国的２．５８％。② 这一时期内，中美之间的实力逐

步接近一个数量级，③ 从而在地区内形成一种 “不对称的两极格局”。④ 在此

背景之下，亚太地区的制度博弈进入新阶段。

１．ＴＰＰ的推进与ＲＥＣＰ谈判的开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对大国地位衰落的担忧和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不满增加了美国参与地区经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ＺＧ？ｌｏｃ
ａｔｉｏｎｓ＝ＵＳ。

张幼文：《“金砖四国”的由来及其国际经济合作》，载 《求是》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第５６～５８页。

阎学通、张旗编： 《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第８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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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的制度需求。美国在全世界建立的国际制度网络，极大地加强了其在

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特权，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高度敏感地依赖于其对国

际规则制定权的主导，以及这些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展。① 但随着中国等新兴

国家的兴起，战后美国构建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的运转效率越来越

低，美国控制国际交易网络和交换渠道的成本也不断上升。② 为扭转在东亚

经济中的不利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制度中的战略发生了较大变化，在

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核心领域，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形式由开放

的 “全球模式”，转变为半封闭的 “俱乐部模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

入，转变为根据美国的标准和需要有条件地准入。③

ＴＰＰ则是美国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战略支柱。ＴＰＰ最初由新西兰、

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于２００５年签订贸易协定 （被称作Ｐ４），旨在

形成一个高标准协定而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模板。④ 由于四国体量较小，

最初Ｐ４的影响力有限，直到美国加入其中，试图将其打造成高标准的贸易

合作俱乐部。单就经济效益而言，ＴＰＰ对于美国经济效益的作用并不显著，

这种俱乐部式的地区合作更加注重形成一种 “高规格、高门槛”的制度安

排，包括强调国内影响贸易和投资的政策规则。这些规则在谈判初期可以有

选择性地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排斥在外，使其受到排他性冲击。⑤

美国推动ＴＰＰ的制度构建不仅仅是依靠经济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通

过将战略资源更多地转向亚太，借助于地缘政治优势来推动制度发展。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从中东和反恐问题逐渐转向亚

太地区，开始寻求加强同亚太盟国和伙伴之间的关系。⑥ 奥巴马政府高调展

示全方位介入亚太事务的政治意愿，进一步强化与亚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联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程：《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５８页。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１２
期，第８７页。

同上，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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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时从政治、安全等基本权力结构的层面强力支撑美国贸易权力的重

构。① 在此背景下，美国投入巨大的成本拉拢其盟友和伙伴，通过双边谈判

和自贸区的形式，来提高其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以改变在同中

国竞争中的相对收益来维持美国的霸权。② 奥巴马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访问东京

时，高调宣布参与ＴＰＰ谈判，并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标准、多领域的亚太地区

区域一体化协定。在２０１０年美国启动ＴＰＰ谈判后，２０１１年，随着日本、墨西

哥和加拿大加入ＴＰＰ谈判，使ＴＰＰ有望成为地区内最具影响力的贸易组织。

对于美国而言，ＴＰＰ的进一步发展与制度化需要地区内大国尤其是日本

的支持，日本是美国推动ＴＰＰ框架的关键。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安

倍政府对于ＴＰＰ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加入ＴＰＰ既能够获得经济收益

和规则制定权的先机，又能够实现助美抑华的战略目标，是安倍经济外交的

“一石多鸟”之举。③ 过去贸易谈判陷入僵持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农业利益

集团的阻力，但当安倍政府感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压力时，国内的阻力就显

得微不足道，其便会极力推动。因此，ＴＰＰ作为有效应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

增长的手段，积极推动ＴＰＰ对日美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安倍政府为此

不惜牺牲农业部门的利益，尽管招致国内巨大的反对，安倍仍表示打算独自

承担责任，决定参加谈判。④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安倍政府宣布加入ＴＰＰ谈

判。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１２个国家已成功结束谈

判，达成ＴＰＰ贸易协定，并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正式签署协议。在此期间，

ＴＰＰ的前景曾被看好，并认为ＴＰＰ已经接近于获得成功。⑤

为应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来自ＴＰＰ的压力，东亚地

区再度产生了经济一体化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制度安排是构建

ＲＣＥＰ。ＲＣＥＰ旨在解决 “面条碗效应”所带来的混乱。东亚经济合作往往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舒建中： 《美国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４２页。

Ａｓｈｌｅｙ　Ｔｅｌｌｉｓ，“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６，Ｎｏ．４，２０１３，ｐ．１４．

姜跃春：《ＴＰＰ新特征与日本加入谈判的影响》，载 《亚太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２３页。
《安倍晋三称决定参加ＴＰＰ谈判将独自承担责任》，中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ｇｊ／２０１３／０２－２６／４５９７５０８．ｓｈｔｍｌ。

参见王灵桂：《ＴＰＰ为什么陨落：全球智库论ＴＰＰ、“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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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类型的双边协议为主，大量基于东盟的贸易协定提高了企业的交易成

本，同时也降低了效率。① ＲＣＥＰ的制度共容性在于其更倾向于采取折中路

线。从具体条款来看，ＲＣＥＰ的严格程度介于ＴＰＰ和传统的贸易协定之间：

一方面，它没有涉及较为敏感的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等问题；② 另一方面，

它提出将市场准入、规则和合作作为三大支柱，参照现有 “东盟＋１”自由

贸易协定，考虑成员的不同发展水平，包含设立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在内的

适当形式的灵活性，并给予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额外的灵活性。③ 从一体化

的路径选择来看，ＲＣＥＰ是过去中日主张的两种东亚主义路线的折中。在

１９９７年后的东亚合作路径中，中国主张 “１０＋３”的合作路径，而日本则更

加倾向于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吸收进来。ＲＣＥＰ则坚持以东盟为中

心，在自愿的基础上不需要所有的谈判国都最终参加协议，因此相比过去的
“１０＋６”，ＲＣＥＰ更具有弹性和共容性。此外，奥巴马政府并不反对东盟主

导的ＲＣＥＰ发展。在２０１２年首届东盟—美国经贸部长会议召开后，时任美

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 （Ｒｏｎ　Ｋｉｒｋ）表示，亚太地区有足够的空间让 ＴＰＰ
和ＲＣＥＰ这两个协定并存，并认为两者是互补的而不一定是竞争性的。④ 因

此，相对较低的目标和坚持过去的 “东盟＋Ｘ”模式，使得ＲＣＥＰ被认为符

合所有亚洲经济体的利益，是最快速地和最低成本地解决过去 “面条碗”问

题的工具。⑤

ＲＣＥＰ的制度构建以过去东盟分别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韩国和印度达成的５个自贸协议为基础。ＲＣＥＰ的构想最初在２０１１年东盟领

导人会议上提出，产生了组建ＲＣＥＰ的草案并被东盟批准。２０１２年，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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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六国在经济部长会议上同意组建 ＲＣＥＰ，正式启动 ＲＣＥＰ的谈判进

程。最初谈判启动后的进展较为缓慢，仍集中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

直到２０１５年才加入了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谈判合作。①

但随着２０１５年底美国推进的ＴＰＰ取得部分成果后，ＲＣＥＰ各国为避免被边
缘化开始加速贸易谈判。ＲＣＥＰ的发展得到了东亚主要大国的支持，尽管是
以东盟为核心并非中国所主导，但是由于 ＴＰＰ等外在压力，中国对ＲＣＥＰ
一直持积极态度。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 “１０＋３”领导人会议上提

出倡议，强调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方愿与各方共同
努力，建成世界上具活力的自贸区。② 与此同时，由于ＴＰＰ的进展出现一定
变化，日本担心中国在 ＲＣＥＰ中发挥主导作用，安倍晋三重新表示了对

ＲＣＥＰ的重视，提到如果ＴＰＰ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将会转向ＲＣＥＰ。③ 因此，

从２０１６年起，ＲＣＥＰ的谈判开始加速推进，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ＲＣＥＰ的１５
个成员国的谈判已经进入尾声，预计将在２０２０年签署至少部分协议。④

总之，这一时期的地区合作出现了多元化路径，随着大国力量接近，霸

权国的尽力推动或许使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可以获得成功。美国
利用自身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所推动的ＴＰＰ接近于成功，而ＲＣＥＰ的谈判同
样出现曙光。这两类不完全相斥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并行发展，使得地区
合作中出现了 “自贸区竞争”乃至 “制度之战”的新局面。⑤

２．ＴＰＰ到ＣＰＴＰＰ的转型与亚投行的建立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２０１６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同年６月２３日的英国脱欧
公投首先开启了区域一体化的回潮。２０１６年年底，美国反建制派候选人唐纳

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当选总统，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度有所下
降，亚太地区合作制度进入了新纪元。新一届美国政府坚持 “美国优先”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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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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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芮、林佳欣：《ＲＣＥＰ：进展、挑战与前景》，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８７～
１０２页。

《李克强为何力挺ＲＣＥＰ谈判？》，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５－
１１／２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７０４７６．ｈｔ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搞不成ＴＰＰ只能考虑ＲＣＥＰ》，观察者网，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０００／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２３８８７０２７．ｈｔｍｌ。
《ＲＣＥＰ谈判取得重大突破致力于２０２０年签署协议》，新浪网，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ｗｏｒｌｄ／ｇｊｃｊ／２０１９－１１－０５／ｄｏｃ－ｉｉｃｅｚｕｅｖ７２１４０３５．ｓｈｔｍｌ。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李巍：《现
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４～３４页。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念，在经济合作制度中带有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其当选也是新一轮反全球

化浪潮在美国的表现，即不满意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给美国中产带来的负面效应。①

美国国内政治的剧变迅速降低了对ＴＰＰ的制度需求。特朗普政府比奥

巴马政府更加看重贸易逆差问题，在对外贸易等方面多次强调中日等国的贸

易逆差问题。在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的 《国情咨文》中，特朗普要求制造业返

回美国、减少对外能源依赖，鼓励在美国本土投资、提出振兴美国基础设施

等。② 特朗普政府以 “公平贸易”为由，制造同主要合作伙伴的贸易摩擦，

频繁认定各国对美国经贸往来属于 “不公平贸易”，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

ＴＰＰ等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持消极和否定态度。尽管日本极力劝阻，但是特朗

普在上任伊始就直接退出ＴＰＰ，从而使ＴＰＰ的发展迅速陷入低潮。美国退

出后，ＴＰＰ剩余１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占全球的比重从４０％下降至

１３％，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由２５％下降至１５％，ＴＰＰ的影响力显著降低。③

ＴＰＰ规定，已经完成国内立法批准ＴＰＰ条款的国家的ＧＤＰ总量需要达到最

初缔约方的８５％以上，而美国的 ＧＤＰ占 ＴＰＰ成员国 ＧＤＰ总数的半数以

上，④ 故而美国的退出使ＴＰＰ的发展遭受重挫，最终由剩余的１１国重新签

署自 由 贸 易 协 定，并 改 名 为 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ＰＴＰＰ）。

在美国对地区合作兴趣下降的同时，中国所主导的地区制度构建开始出

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以来，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经

济体量超越主要的发达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其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

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逐渐从 “引进来”到 “走出去”。习近平主

席在２０１３年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包括５个方面的区域合作思想：加强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⑤ 在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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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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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波： 《ＣＰＴＰＰ的主要特点、影响及对策建议》，载 《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第２２页。

苏庆义：《中国是否应该加入ＣＰＴＰＰ？》，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０９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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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框架下，中国开始主动为地区合作贡献新思想和公共物品。

在此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ＩＩＢ，简称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

制度需求。亚洲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近

一半的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现有多

边机构却不能为亚洲各国提供基建所需的资金，从而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

展。① 由于中国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本，一旦中国参与亚投行资助的基础设施

项目，有助于消化中国国内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行业的过剩产能。②

同时，亚投行是中国增强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力、增强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金融工具。亚投行也为中国资本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提供了渠

道，从而实现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

在亚投行构建开始就出现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亚投行最初的设想源于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所提出的 “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思

想，提出中国愿意支持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③ 尝试建立一个

专门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银行，从而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额外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亚洲各国的响应。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印度、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２１个创始成员在北京签约备忘录，共同决定筹建亚投行。亚投行作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最初被认为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挑战。美国将

亚投行视为中国向亚洲投射经济影响力的工具，担心中国借此将挑战西方主导

的国际金融秩序，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外交压力劝阻其盟友参加。虽然美国的阻

挠一度让其亚洲盟友在参与亚投行问题上出现摇摆———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初在

美国的游说之下缺席，但由于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美国最终无法阻止澳大

利亚和韩国等盟友参与亚投行。④ ２０１６年初，亚投行在北京举行开业仪式暨

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这标志着亚投行的筹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亚投行的维持与深化依靠的是中国同成员之间的互利共赢，在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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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路线图猜想》，载 《国际金融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４日，第２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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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亚投行的发展从最初的地缘经济战略工具，逐渐转为大国合作的平台。

２０１５年初，中国倡导的亚投行面临着重要选择：中国究竟是创建一个仅限于

亚洲地区内的小型组织来挑战现有多边银行的新机构，还是通过与西方国家

协商来创建一个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合法的机构。① 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

在亚投行具体设计上，尤其是在决策程序和贷款政策方面，中国撤回了许多

争议性提议，并将控制权交给全体成员。② 中国这一决策带来的结果是亚投

行进一步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可。２０１５年后，亚投行的成员迅

速增加，从２０１６年一共有５７个成员，至今已增至１０２个成员。这些成员中

不乏大量区域外的参与者，这也为亚投行的转型和进一步提升其制度共容性

带来契机。中国通过兼顾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使得亚投行成为具有更加广泛基

础的国际机构，③ 这一转变显示出中国在构建经济合作制度中的灵活性，即

通过与合作伙伴协商的方式来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表３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亚太地区制度变迁

自变量

大国力量对比接近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霸权国战略关注度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制度共容性低 制度共容性高 制度共容性低 制度共容性高

因变量的阶段

制度需求 √ √ × √

制度构建 √ ＊ × √

制度深化 Ｎ／Ａ ＊ × √

案例
ＴＰＰ
接近成功

ＲＣＥＰ
（推进中）

ＴＰＰ
发展受挫

ＡＩＩＢ
成功建立

注：Ｎ／Ａ表示该阶段仅存在于反事实思考，＊表示正在谈判推进中尚未达成相关促进制度深化
的协议，√表示该阶段获得成功，×表示该阶段未获得成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在地区层面内，中美力量逐步接近。美国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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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ｔｏ　Ｓｔａｔｕｓ－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ｇｅｎｄ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９，Ｎｏ．１，

２０１７，ｐ．１６９．
Ｉｂｉｄ．，ｐｐ．１５１－１５２．
数据来自亚投行网站，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ｅｎ／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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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Ｐ具有较大的权力失衡，通常还伴随着强制行为，而中国倡导的自贸区谈

判，因为更加包容，成员之间的地位更加均衡，更容易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

实际情况。① 尽管美国试图阻止亚投行的制度建设，最终由于中国实力的增

长和对制度共容性原则的坚持而未能成功；相反，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消极态

度，失去美国支持的ＴＰＰ很快遭受挫折，最终转向了制度共容性相对较强

的ＣＰＴＰＰ。

３．小结

在地区层面内，当中美力量对比相接近时，霸权国在地区合作中开始更

加重视相对收益。美国推动ＴＰＰ更多的是基于地缘经济战略而非共容性利

益。中俄韩等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都被排除在外，甚至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日

本在签署农业协议时都面临较大的困难。② 缺乏共容性是ＴＰＰ脆弱的来源，

如表３所示，ＴＰＰ发展受到霸权国战略关注度的强烈影响。在２００５年创立

之初仅为４个小国之间的协议，在美国加入之后俨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地区

经贸合作制度，而在美国退出后则前景却较为黯淡。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思考

就是，如果美国没有退出ＴＰＰ或者很快重回谈判，ＴＰＰ的发展就很可能成

功。ＲＣＥＰ和ＡＩＩＢ并非霸权国所主导，因此对制度共容性要求更高，但随

着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实力的接近，霸权国无法像过去那样阻挠东亚地区的经

济合作，ＡＩＩＢ的成功也检验了这一观点。

六、构建亚太地区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成败的逻辑

前文探讨了地区合作制度演变的逻辑，下文将从类型学和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制度的变迁历程，根

据假设检验的结果来察看原先的理论。目前地区合作制度演变的趋势仍然没

有定型，因而在理论进行检验之后，本文以此为基础来展望和预测亚太地区

合作制度的未来。

—０１１—

①

②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４页。

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ｅｎｔ，“Ｐａｔｈｓ　Ａ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ｎｄ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９，Ｎｏ．４，２０１３，ｐｐ．９７９－９８０。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表４　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成败的因素分析

大国力量对比悬殊 大国力量对比接近

制度共容性低 制度共容性高 制度共容性低 制度共容性高

霸权国战略

关注度高

失败

ＥＡＥＧ

成功

ＡＰＥ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接近成功

ＴＰ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推进中

ＲＣＥＰ

霸权国战略

关注度低

失败

“１０＋３”
失败

ＡＰＥＣ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失败

ＴＰ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成功

ＡＩＩ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方面，从类型学的视角来看，上述案例对比通过了前文的假设检验：

即地区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区域合作的路径会更加多元化、制度共容性更

强；霸权国对于地区多边主义关注度更高时，区域合作更容易成功。如表４
所示，在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霸权关注度高和制度共容性是地区制度成功

的必要条件。如本文案例所述，只有ＡＰＥ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成功了，其他的

制度构建尝试都失败了。在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由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地

区制度构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其路径也变得更为多元化。一方面，出于制

衡崛起国的目的，霸权国花费大量资源构建共容性较低的制度 （ＴＰＰ），但

是这类低共容性制度是不稳定的，一旦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降低，这

个制度就容易失败。另一方面，共容性高但霸权关注度低的制度 （ＡＩＩＢ）依

然会成功，另一个大国 （中国）能够承担领导者和公共产品提供的角色。冷

战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的成功条件可以用布尔代数可以表述为：大国力

量对比悬殊＊霸权国战略关注高＊制度共容性高＋大国力量对比接近＊ （制

度共容性高＊霸权国战略关注低＋制度共容性低＊霸权国地区战略高）。① 因

此，通过上述布尔代数公式可以看到，尽管ＲＣＥＰ尚未签署协议，但是其发

展总体符合制度变迁成功的条件，可以对此保持理性乐观的预期。

另一方面，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冷战结束至今的亚太地区经济秩

序变迁可以根据外部冲击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地区秩序都受到了不同

类型的外部冲击和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前三个阶段分别是：制度构建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制度停滞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制度制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现为第

四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由于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地区内处于单极时刻。

—１１１—

① ＊号表示 “且”，＋号表示 “或”。



　□ 当代亚太　

在第一个阶段，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促使亚太各国／地区开始致力于推动地

区内一体化建设，美国对最初的制度构建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美国

的积极推动下，以 ＡＰＥＣ为代表的开放型地区主义制度取得了以 “茂物目

标”为象征的阶段性胜利。在第二个阶段，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增加了东亚

国家／地区对ＡＰＥＣ等制度的不信任，而 “九一一”事件则降低了美国参与

地区合作的积极性。因此，东亚国家形成了新一轮以 “１０＋３”为代表的地

区合作浪潮，但由于各国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形成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

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和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沉重打击，

地区内中美力量差距开始缩小至同一数量级。在第三个阶段，由于中美在亚

太地区形成了一种局部均势，反而增加了大国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竞争的积极

性。在奥巴马政府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制度构建已经出

现了多元化趋势，美国主导的ＴＰＰ和非美国主导的ＲＣＥＰ等地区制度的并

行推进，一定程度形成了 “地区规则制定权”之争。第四个阶段即２０１６年

以后，尽管尚未呈现最终的结果，但在新一轮反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美国

退出ＴＰＰ和回归经济民族主义的传统，将存在两种可能的走向，同时也取

决于中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第一种可能是制度变革，即如果美国不愿意

提供公共物品而中国愿意承担地区大国的责任时，其结果将是东亚地区秩序

的转变———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二种可能是制度回潮，即如果

中国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的意愿下降，地区合作失去动力，将会形成 “金德尔

伯格陷阱”，使现有的地区合作出现倒退，大国之间重回传统现实主义的竞

争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的前提是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始终具有推

动地区合作的意愿，而中国参与和持续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的意愿最终取决于

在地区制度中的收益，这是维系和深化地区合作的关键。在地区力量对比接

近时，在制度构建阶段，新兴国所倡导的地区合作并不存在单极格局下初期

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有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制度的

可持续性。综上，中国需要倾听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通过合作和磋商进行渐

进式的、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带来效益的变革，在学习中不断完善对制度

的认识，从而做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革。①

—２１１—

①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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